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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媒 体 传 播 力 概 念 辨 析∗

余 　 红　 　 　 余 梦 珑

摘　 要：对“媒体传播力”概念中的“媒体”“传播”“力”三个子概念进行理论溯源发现，“媒体”有物质技术、组织中

介、泛媒介化三种研究取向，“传播”有传递观与仪式观两种视域，“力”有能力、效力、权力、动力、作用力五种模式。
三个子概念在不同偏向下形成了特定的关系组合，产生了不同意义的概念取向。 由此形成的“媒体传播力”概念理

论模型，可以厘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探究不同情境下媒体传播力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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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媒体传播力”？ 近年来，学界与业界对传

播力的研究如火如荼，但对关键概念的界定却相对

模糊。 不少学者在界定该概念时，将落脚点置于某

种单一力，如传播能力是传播力①、传播效果是传播

力②、传播权力是传播力③等。 这样的概念界定有

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代表的仅仅是媒体传播力研究

的一个点，而非全貌。 若将其直接等同于“媒体传

播力”，难免以偏概全。 概念的模糊、多义和混用，
会造成研究边界的不清晰、研究视角的分化与理论

分析的浮浅化。 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清晰的概念

界定十分重要。 本文在媒介进化理论（Ｍｅｄｉａ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的视野下对“媒体”“传播”“力”的不同研究取

向进行溯源与概述，辨析不同偏向中的传播力内涵，
提出媒体传播力概念的理论模型。

一、“媒体”研究的三种取向

在进行概念辨析时，厘清其理论传统与研究脉

络颇为重要。 “媒体”研究的落脚点，是将媒体作为

传播的技术工具，还是将媒体视为传播的主体，抑或

是将媒体置于传播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应的将是迥

然相异的媒体传播力研究。
１．媒介物质性与传播力

媒介物质性是实现传播力的基础。 当其作为基

础的技术形式时，是指一种“从人类起源（灵长类动

物的工具使用与发明）时期就构成人类历史的技术

人类学的普遍工具”，反映的是物质和技术条件以

及经验、代理与互动的结构④。 媒体丰富性理论

（Ｍｅｄｉａ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关键众人理论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社会存在理论（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
ｒｙ）、符号互动主义（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ｍ）、双能力

模型理论（Ｄｕ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社会影响理论（Ｓｏ⁃
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等传播理论都隐含着这样一种

观点，即传播媒介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其传

播信息的能力以及在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促进信息

交换的能力相关⑤。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媒介

的影响都来自一个简单的技术事实，即每一种现代

媒介都提高了控制空间的能力⑥。 正如 “媒介凝

视”要求我们关注传播发生的条件，在最广泛的意

义上涉及媒介的物质性，包括它们的技术性、话语网

络、文化技术和知识的形成⑦。 Ｔｈｒｉｆｔ 将这些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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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性”理解为保证相关性、保证偶遇性以及未经

考虑的预期基础⑧。 在媒体传播力中，这些基础赋

予感官知觉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即什么是可见的、可
说的和可代表的。 Ｄｅｎｎｉｓ 等人认为媒介的物质技术

决定了媒体的五种基本能力，即传输速度（信息可

到达接收者的速度）、并行性（可同时发生的传输次

数）、符号集（信息可被编码的方式）、可排练性（在
发送信息之前编辑信息的能力）和可再处理性（在
发送信息之后再次检索、编辑信息的能力）⑨。

媒介物质性决定传播力秩序。 媒介物质性对传

播的影响并不停留于提供传播条件层面，还决定了

传播的发生方式和运行秩序。 ＭｃＬｕｈａｎ 在《理解媒

介》一书中指出，技术的影响不仅是在观点或概念

层面上发生的，还改变了感知比例或感知模式⑩。
Ｋｉｔｔｌｅｒ 进一步提出，“每一项媒介的内容，都是一项

新媒介，原有媒介形式将成为新媒介的内容”，提出

了“信息物质主义”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信息

系统与传播系统相融，信息被转变为物质，物质被转

变为信息，即物质技术促成了“一种全新的事物秩

序”，媒介工具参与到人们思考的过程中，决定了传

播的方式与轨迹。
２．组织系统性与传播力

对媒体传播力中的“媒体”的理解，既可以是作

为物质性的技术媒介，也可以作为系统性的组织媒

体。 Ｐｅｔｅｒｓ 认为，对媒体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物

质和技术层面，还落在组织问题上，至少是指在中

心、枢纽、话语网络、集合或集群创建意义上的组织。
媒体概念的扩展意义，是将媒体理解为“船只、容器

和环境”，承载着锚定我们存在并使我们正在做的

事情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这使得他们将媒体视为

“文明订购设备” （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或

“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的伴侣（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媒体

作为组织的中介传播能力影响着实际的传播行

为，要全面解释媒体传播力，必须在媒体系统的背

景下分析媒体使用的属性。 作为信息系统的媒体系

统是现代社会发展、维护和变革所必需的。 媒体系

统具有组织能力，它们通过调节组织结构关系和内

部运作来实现配置和塑造关系。 媒体系统依赖理论

（Ｍｅｄ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解释了为什么媒体传

播力的实现依赖于媒体系统，认为媒体系统控制信

息资源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形成了对传播媒体

信息的依赖。 媒体传播力的程度取决于媒体系统的

各种结构性因素组合。 因此，要充分理解传播力，必
须理解媒体系统在社会中的作用，将媒体系统的功

能和可能影响媒体系统功能运行的结构条件（由其

他社会系统形成）具体化。
作为组织中介的媒体系统通常具有不同的媒体

属性与定位，根据传播目标与媒体使用动机的不同，
会决定其传播对象及其传播方式。 大众媒体、主流

媒体强调信息传播的广度，并在内容上赋意以此实

现对舆论的引导和控制。 在大众传播的取向中，更
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并从群体

一致性的角度来看待传播对象。 其传播对象是大众

化的，传播力的诉求倾向于一致性，传播力的构建逻

辑是“集体到个体”的实现程度。 而互联网新媒体

的传播力研究，则将传播对象聚焦于差异化的“个
体”上，强调关注传播对象的特征、组织和职业文

化、技术接受程度和个人偏好，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逻

辑上更强调个体对信息的“使用与满足”，通过将更

为多元和个性的内容使用智能算法分发等方式，实
现用户流量的获取。 其传播力的诉求是分众化的，
传播力的构建逻辑是“个体到集体”的累加程度。
简言之，大众媒体的传播力研究偏向于将个体归属

于群体中，关注宏观的传播力；而新媒体的传播力研

究则偏向于将传播对象视为独立个体，聚焦于具体

的传播行为与传播效果。
３．媒介化与传播力

因媒介运行而带来的社会与文化生活转变，并
以媒介再现的方式进行呈现的过程被称为“媒介

化”。 这一概念强调了媒介介入社会进程，并在社

会场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实践。 媒介化的运行过程

包含了“形塑”与“再现”两个特征，其行动场域容纳

了行动主体、技术以及资本与权力等要素，体现为媒

介与环境之间复杂的互构关系。 媒介环境学派的主

要观点是“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 相较于经验

学派对于传播直接效果的关注，媒介环境学派以

“人、技术、文化三者间的关系”为研究重点，更为关

注技术与媒介对社会的长效影响，强调媒介、传播

与文化三者间的互动共生关系。 传播语境与文化差

异是影响传播力的重要力量。 在辨析与考量媒体传

播力时，文化环境的关键性主要表现在释义与影响

两个层面。 文化理论认为，传播的有效性在一定程

度上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它对传播的影响可能涉

及一系列过程（如曝光、注意力、暗示、框架），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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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刺激可能促进信息接收者对媒体内容的反思、表
达想法的构成或理解。 Ｓｔｅｉｎｆｉｅｌｄ 认为，传播的质

量和有效性是由接收者而非发送者来衡量的，这就

要求接收者需要熟悉语境（或文化）才能理解消息

的符号内容，不仅仅是理解数据或信息内容。 这

也是为什么传播客观数据或信息的内容通常比传递

主观信息或知识的内容（如关于价值观、规范和独

特性的信息）所需的解释更少，因为主观的信息往

往需要更多的文化解释。 而解释的对象是信息接收

者而非信息传播者，传播释义的不确定性增加，传播

力的可控性降低。 同时，文化还影响着传播力程度。
Ｍｉｌｌｅｒ 就曾指出，文化对关于社会、人、行为、关系以

及类似的象征性主题的传播影响力要远大于对文化

无关的信息如纯数据信息的影响力。 媒介环境学

中的情境适应性暗含了传播本身的不确定性，在媒

介化的过程中，文化环境、传播者、传播对象之间是

一种“合作”关系，合作和互动的程度会决定媒体传

播力的实现情况。 因此，从这一视角出发，媒体传播

力实际表现为媒介化进程中信息传播场域与文化环

境场域的合力。

二、“传播”研究的两大视域

从 １９ 世纪“传播”一词进入公共话语时起，对
传播的研究就存在着两种不同视域，詹姆斯·凯瑞

将其分为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 以何种取

向看待“传播”，决定了如何定义与评估“传播力”。
１．传播的传递观

“传递”源于地理和运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两方面的隐

喻，其中心思想是为了实现控制的目的，把信息从一

端传递到另一端，强调空间和距离上的位移。 Ｐａｒｋｓ
认为，尽管不同学者对传播的界定各有不同，但都或

隐或现地包含了“控制”的观点，其基本功能是对身

体、信息与社会环境的控制，有能力的传播主体会

以合适和合作的方式对传播过程与行为进行控制和

把握。 根据传递的功能与目的，媒体丰富性理论认

为，传递的传播过程中通常采取确定性的控制取向，
通过丰富的媒介手段和清晰的内容减少不确定性，
以提升传递信息的有效性。 因此，传播的传递观往

往更重视高语境（ｈｉｇ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传播，即直接赋予

内容以意义属性，接受定向（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而非关注

传播过程中的新意义生成，尤其是为了协调活动或

实现决策。

２．传播的仪式观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

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构建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
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仪式”并非是信息

的空间扩散，而是社会上的维系和建立共享信仰的

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涂尔干指出，社会秩序的运

行充满了冲突与不确定性，他受人类学的启发，提出

了“集体表征”与“集体意识”概念，用以解释如何

在冲突与紧张中保持社会的完整性。 而传播仪式正

是实现集体表征与意识建构、保持社会完整性的重

要途径。 Ｒｉｃｅ 指出媒体传播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在
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了强大而有

凝聚力的群体，并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
区别于传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传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与
共享（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共性（ ｃｏｍｍｏｎｎｅｓｓ）、共有（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ｏｎ）有相同的词源，从仪式的角度而言，传播更

强调集体间的分享、参与、联合与共同创造。 就传播

功能而言，相较于传递观中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强调，
传播的仪式观更偏向于信息的呈现（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与
介入（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在建构意义空间和文化世界中扮

演的角色。 就传播过程而言，如果传递观的目标是

继续以单向的方式提供信息，主要是为了保持源的

权威性，而不是寻求参与反馈循环；反之仪式观则是

寻求动态中的双向互动过程，传播的不确定性增加。
就传播内容意义而言，不同于传递观中对内容的直

接赋意，在仪式观中，传播被看作是人们共享文化的

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创造（ ｃｒｅａｔｅｄ）、修改（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转变（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等要素，强调互动和共享意

义的生成。
３．传递观与仪式观的互构

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作为不同的研究视域，
尽管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但在其实际传播情境中又

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从传播特征来看，Ｈａｒｇｉｅ 将传播定义为“一组目

标导向的、相互关联的、情景适宜的社会行为，并且

这些行为是可学习和可发展的”。 这个定义强调

了构成传播的六个主要特征，即目标导向性、相互关

联性、情境适应性、可识别性、可学习性和控制能力。
而这六个特征并不是单一的传递取向或仪式取向就

能概括的，而体现为两者的互构。 传播的基本目的

有两个，即内容传递和建立社会关系。 传递观偏向

于前者，仪式观更偏向于后者。 俄罗斯的传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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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类似的观点，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ｓｉｙａ 指的是信息内容，
ｏｂｓｃｈｅｎｉｅ 指的是共享的、社交的方面， ｏｂｓｃｈｅｎｉｅ
中包含了“传播”的多个含义，如“关系” “个体间的

互动”“汇聚”以及精神层面的“分享”等。 从这个角

度来看，传播不仅被视为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

式，亦是一种社会互动、知晓情境特征的手段。 从传

播的过程来看，Ｌａｍ 将传播分为两个过程：一是传递

过程，即传递信息，实现信息的传输与到达；二是融

合过程，即就信息的含义达成一致（或不一致）的过

程。 传递观更偏向于传递过程，仪式观更偏向于

融合过程，传递信息是实现信息含义达成一致的基

础。 从传播模式来看，通常传播模式具有双重性，一
方面是“……的模式”告诉我们传播过程是什么，另
一方面是“为……提供模式”，即模式产生了其所描

述的行为。 例如，在传递模式下，内容似乎比关系更

重要；在仪式模式下则不然，信息内容通常伴随着社

会关系，这也是社交媒体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

为相较于传统的符号通信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更善

于提供 ｏｂｓｃｈｅｎｉｅ，因为它们具有快速的响应时间与

反馈性，更利于关系的连接与互动。
传播的传递与仪式常常同时存在，社会有机论

者将传递与传播的关系比喻为社会动脉与社会神经

之间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传播系统。 我

们在界定与研究传播力时，是侧重考量信息传递

“位移”层面的“传播”力，是侧重信息分享的文化仪

式影响“传播”力，还是二者皆有的合力，都需要做

出区分和说明。

三、“力”研究的五种模式

当“力”与媒体传播相结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传播能力、传播效力、传播权力、传播动力、传播作

用力这五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研究中，这由

完全不同的单词所构成，对应着相对清晰的研究分

支。 但在中文释义里，大部分研究并没有对“媒体

传播力”的具体指向进行区分，概而言之的结果就

是造成这一概念词组的多义性，进而产生研究歧义。
１．传播能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目前学界对媒体传播能力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

定，大致有以下三种取向：一是目标取向。 传播理论

的基础是传播是有目的的，有发送者、接收者、要传

达的内容、传递信息的媒介以及社会和文化背景。
媒体丰富性理论认为，每一种媒介都具有特定的特

征，影响着其承载的信息量或知识量。 根据这一理

论，传播目的、信息或知识的种类和数量、接受者的

特征都是影响媒体传播能力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

取向中，传播能力被定义为传播主体在传播活动时

的有效性和恰当性，它与实现传播目标的需要有关，
即传播能力是指传播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

目标。 二是功能取向。 根据媒体在传播活动中对

“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与控制功能、文化传承功

能、娱乐功能”等大众传播功能的实现程度来评估

其传播能力。 这一取向更强调媒体完成某一特定传

播活动需要具备的主观能力（条件），侧重于对传播

主体的素质考量。 三是具体能力取向。 传播能力是

由传播主体所具有的技术能力、叙事能力、专业能

力、媒介选择能力和情境适应能力等构成的。 以专

业能力为例，在媒体的传播能力中，除了技术能力，
还需发展数字专业主义能力。 如在微博平台上进行

健康卫生传播时，传播者不仅要熟悉专业信息和政

策方针，还要注意对包括图像在内的患者信息等进

行保护，要具有处理有争议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

在进行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等涉及特定专业领域时

尤为重要。
２．传播效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传播效力亦称传播效果。 有学者指出传播力的

本质是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是一切传播行为运行

的结果，在现实考察的过程中可以把传播力等同于

传播效果。 而传播的效果是根据传播事件在多大程

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目标来衡量的。 传播的目标不

仅包括信息的传递，还包括改变接受者的态度，让接

受者采取特定的行动。 根据目标和取向的不同，学
者们对传播效果的定义各有侧重。 Ｌｅｏｎａｒｄ 等人从

信息传播的角度将传播效果定义为“发送方的消息

是否被接收方正确接收”。 Ｄａｆｔ 和 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 则从

传播对接收者产生的实际影响力出发，认为传播效

果是“信息改变接收者理解水平的能力”。 由于

“效果”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释意的概念，定义的不

同实际上是对传播效果评估的取向不同。 因此，有
学者指出媒体传播效果的界定有三步：第一步，媒体

报道直接对用户产生的传播效果；第二步，用户受媒

体影响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这也应被视

为媒体报道的效果；第三步，其他人的行为可能再次

反过来影响用户的行为（反馈）。 这三步对应了

不同层次的传播效果，传播实践中甚至可能引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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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反应，与最初媒体的“既定目标效果”相去甚远。
这也提醒我们在界定概念时必须处理好三种类型的

媒体效果，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加强，亦能相互

削弱。
学界关于传播效力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面

向：一是对社会效果产生的宏观过程的分析，如“议
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涵化”“知识鸿沟”等，这些

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媒体传播的宏观的、长期的、综合

的社会效果。 二是对具体效果产生的微观过程的分

析，关注分层、多级和条件传播，从“同一”效果研究

走向“差异”效果研究。
３．传播权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传播权力是传播力研究的重要分支。 马克斯·

韦伯对权力（ｐｏｗｅｒ）的定义是让他人根据自己的意

愿行动的能力，体现为控制力；类似的观点是将权

力定义为感知力（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它是控制或影响他人

的潜力，通常是通过控制资源来实现的。 传播权力

存在于动态的反应系统中，在传播活动中是反复出

现的，由它对他人行为的控制能力构成。 关于传

播权力的存在形态，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传

播权力的“间接”存在形态。 根据韦伯的合法性理

论，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控制

和管理的目的，往往会赋予权力以正统性，大众传媒

正是实现这种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随着信息技术革

命的推进，大众传媒逐渐成为政治经济争夺的力量，
权力掌握在那些理解并能控制传播的人手中。 其重

点之一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即传媒通过对传播内

容、语言和过程的操纵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使其自愿接受控制，从而达到意识形态一致化和思

想规范化的目的。 换言之，媒体的传播权力，是通过

议程设置权、话语权、审判权、信息掌握与传播权、政
治形象塑造权等对社会进行控制。二是传播权力

的“直接”存在形态。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在权力的传播

理论（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中提出，“在网

络社会中，权力即传播权力”，话语在网络社会中由

社会行动者生产、传播、争夺、内化并最终体现在人

类行动中。 网络社会中的权力与传播事实上构成了

一种“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传播的自由度与权力的实现。 传播间的动态构

成了作为社会和文化控制机制的系统间对话。 传播

中的对话不仅促进同质性与意见的汇合，同时也会

促进新的、异质性与分歧性意见的产生。 传播对象

在参与过程中，产生权力话语（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实
现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对话控制（ｄｉａ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
ｔｒｏｌ）与传播权力。

４．传播动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当前国内对“传播力”的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

于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层面，但传播力的内核并不

仅仅停留于这两个层面。 不少学者指出，在考察传

播力时，不要陷入技术决定论框架，而应探究特定媒

介是如何在现有社会结构和制度形式下运行的。
对传播动力的释意有两个维度：一是基于传播者目

标与使用动机的动力。 有研究发现，媒体传播动力

与行动主义（ａｃｔｉｖｉｓｍ）呈正相关，目标会作为动力

刺激和指导传播行为，而传播动力又会促进传播目

标的实现，是开展传播实践的基础。 与目标相关联

的概念是媒体的使用动机，ＬａＲｏｓｅ 等人认为“媒体

使用动机”是基于他们认为一旦做出某种特定的行

为，将会经历某种预期的结果，换言之，预期的结果

起着激励作用。 二是媒介系统运行过程中，传播

者与接收者共同产生的动力。 传播的动力既产生于

传播者基于媒体使用动机的目标需求，也产生于传

播过程中传播者与接收者间的互动对话。 在数字媒

体背景下，传播实践正在发生深刻改变。 Ｉｂｒｕｓ 认

为，在对话关系的网格中，无数参与者之间的对话控

制过程，共同构成了移动网络及其媒体形式的传播

动力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以新闻生产为

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接受者成为一个个

独立的“节点”主体，他们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对信息

内容进行“赋意”的能力，形成多主体多中心的“动
态传播实践”。 Ｂｒｕｎｓ 将这一过程定义为“协作式新

闻布展”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ｗｓ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这意味着

传播实践不再拘泥于传统媒体的“把关”和“控制”
取向，而是在多主体的“协作”与“对话”中促成信息

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开源”，催生新的传播动力。
５．传播作用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ｗｅｒ）
“力”作为物理学概念而言，是指物质之间相互

作用的结果。 “力”有三个基本要素———大小、方向

和作用点，其基本内核是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Ｌａｎｇ 等人把媒体对报道对象的直接影响和报道对

象对媒体的影响称为“相互作用”；他们同时指出，
当人们观察媒体报道的相互作用时，研究对象“并
不是在瀑布的末端，而是在瀑布的开始”。也就是

说，传播作用力的产生始于传播实践之初，对媒体传

９６１

媒体传播力概念辨析



播力的研究也从线性模型转变为反馈模型，即媒体

报道对象的个性或行为刺激和改变着媒体报道，传
播作用力会对传播关系产生重构。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认为，权力的运行过程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行使权力，实现控制和支配的目的；二是

反抗权力，即抵制这种控制和支配。 两者的互动构

成完整的权力，这种社会行动者参与、挑战并最终改

变已有社会中权力关系的过程，被他称为“反权力”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ｗｅｒ）。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传播权力是

媒体和机构为实现特定的传播目的而采取的控制行

为。 但权力的直接运用往往带来权力的不对称性，
当这种不对称性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破坏传播

生态的平衡。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传播权力呈现出

垄断和集中性，此时信息接受者可产生的对话空间

和作用力很小。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有了多种新的

传播模式，多对多的大众对话模式具有“交互性”和
“参与生产性”，权力结构逐步发生改变。 其一是赋

权。 技术发展正在把知识、权力和决策能力从媒体

专业人员转移到普通公众身上，普通公众拥有发

声渠道和话语权，传播权力开始转移，这正是构成

“作用与反作用”权力关系实现的赋权过程。 其二

是分权。 数字网络社交媒体威胁着当前制度实践的

权威、控制和权力关系。 随着传播控制权再次分散，
决定内容、时间和空间分布的权力亦更加分散。 拥

有权力的信息接受者对传播者的作用力更加明显，
促成新的权力关系的实现。 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公众

享有知晓权、媒介接近权，同时互联网技术又赋予其

渠道以传播权，当传播实践中这些“权利”（ｒｉｇｈｔ）集
合形成“权力”（ｐｏｗｅｒ）时，便会产生对传播者的“作
用力”（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ｗｅｒ），对传播实践产生影响。

６．五种传播力的关系

图 １　 五种传播力关系示意图

如图 １ 所示，在传播力研究中，从“力”的角度

出发，媒体传播力大致可分为传播能力、传播效力、
传播权力、传播动力、传播作用力，将任何一种力直

接定义为传播力都难免以偏概全。 五种传播力之间

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每一种“力”的功能发挥与作

用都离不开其他“力”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但在实

际研究中，往往是针对某一种力的“单一力”研究，
或是针对某几种力的“复合力”研究。 在空间的呈

现上，五种传播力的聚焦点是有所偏向的，应将其做

出区分，而非笼统地称其为“传播力”研究。

四、媒体传播力概念理论模型

媒介进化论认为，媒介系统中的各种媒介在其

孕育、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历史的延

展性与继承性。 从大众传播时代到现在的互联网

媒体时代，技术更迭不断带来新的媒介形态，不同媒

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媒体系统内的自调节与自组

织，媒介与媒介进化之间是互动与共生的关联结构。
这种动态发展的媒介整体观为我们厘清“媒体传播

力”中媒体与媒体、传播与传播、力与力之间的竞

争、互动、共生关系提供了理论思路。

图 ２　 媒体传播力组合模型图

“媒体传播力”一词是由“媒体”“传播”“力”共
同构成的复合名词。 “媒体”有物质技术、组织中

介、泛媒介化三种研究取向，“传播”有传递观与仪

式观两大视域，而“力”有能力、效力、权力、动力、作
用力五种模式。 它们共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媒体生

态系统中，但在不同的偏向下，存在多种组合方式。
如图 ２ 所示，“媒体传播力”是个立体多维的概

念：每个面的要素点之间彼此交叉，却又有明确的界

限；面与面之间的要素相互独立，却又彼此勾连；面
与点之间有多种连接的可能。 在具体的研究目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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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情境下，三个面、十个点之间的特定组合方式会

形成不同的媒体传播力概念研究框架。

图 ３　 媒体传播力概念三维立体图

图 ４　 媒体传播力概念示例图

如图 ３ 所示，ｘ 轴是“媒体”的技术、组织与媒介

化取向；ｙ 轴是“力”的权力、能力、效力、动力、作用

力模式；ｚ 轴是“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三个组合

面共同构成 ３×５×２ 的“媒体传播力”立体模型。 每

个元素小格的延伸线在三维空间中形成交汇点。 以

图 ４ 为例，Ｃ ＝ ｘ１＋ｙ２＋ｚ１，Ｃ 点的媒体传播力，是指媒

介技术所具备的实现信息传递、到达与位移的传播

能力。 但在动态的媒介整体发展进程中，媒体的技

术、组织与环境不可分割，传递与仪式相互作用，
“五力”之间彼此渗透，每个三维面内的各要素间是

竞争、互动与共生的状态。 因此，在具体实践与理论

研究中，媒体传播力的交汇点存在以下多种情况：
单点对单点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ｙ１＋ｚ１
单点对多点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ｙ（２＋４） ＋ｚ（１＋２）
多点对多点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２） ＋ｙ（２＋４） ＋ｚ（１＋２）
多点对多面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２＋３） ＋ｙ（２＋３） ＋ｚ（１＋２）
多面对单点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２＋３） ＋ｙ（１＋２＋３＋４＋５） ＋ｚ２
多面对多面的交汇　 如 Ｃ＝ ｘ（１＋２＋３） ＋ｙ（１＋２＋３＋４＋５） ＋ｚ（１＋２）

这些点与点、点与面的连接所形成的关系交织，
实际上构成了媒体传播的参与场域。 布迪厄将场域

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形构，作为关系的

媒体、传播与力在动态的媒介场域内进行活动，实际

上形成信息场、技术场与文化场的合力，并在不同的

情境偏向下连接为特定的关系组合。
从大众传播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物质

性）的进化，实际上在形塑着不同的媒介文化场域。
媒介技术的迭代补偿，实际上带动着“传播”与“五
力”进化。 就“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时代更强调信息

传递功能的实现，而互联网时代则更强调过程的互

动、关系的连接、共识的达成。 就“五力”而言，大众传

播时代更多强调的是媒体单向的传播力，受众缺席于

传播能力、传播权力，只能作为被动的传播效力研究

对象；而互联网时代，传受界限开始模糊，受众的传播

能力、传播权力得以实现，并在传播动力与传播作用

力中对专业媒体产生影响。 因此，在进行媒体传播力

研究时，如何在动态整体的媒介场域中把握“媒体”
“传播”“力”之间的关系组合，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言：“在学术研究上往往起

点决定终点。”对媒体传播力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 对媒体传播

力的概念界定，应从特定的研究场域出发，在立体多

维的概念模型中，把握各要素间的关系与组合方式，
在多义性概念中明晰研究重点，规范学术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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